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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付建舟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

樽本照雄1 著，周怡青2 译
（1.大阪经济大学，日本 大阪 533-8533；2.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付建舟的《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以下简称《叙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于 2019 年 8 月出版。付建舟在书名中注明“商务印书馆”，这一点可谓意味深长。

所谓“说部”，旧指小说、笔记、杂著一类书籍。群学社、改良小说社、小说进步社、

最新小说社、太平洋学社等也都出版过名为“说部丛书”的出版物。然而，只有商务印书馆

专门出版了外国文学翻译丛书，且长期出版，种类繁多。“说部丛书”一般就是指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小说作品。付建舟正是知道这种情况，故在书名中注明“商务印书馆”字样。他从

上述出版社中仅选取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著书立说，是个明智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能够列举出的收录作品数从初集到第 4 集第 22 编，

共 322 种。要是深入叙述的话，便更为复杂。即便存在元版，并且写明实际共有 324 种，但

恐怕理解这些的研究人员也寥寥无几吧。

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并未公布其“说部丛书”的详实记录，挪用新中国成立前发行的销售

书目，装作为整套“说部丛书”。

这是一套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丛书，在当时多次重印。纵览各册的版权页，我们可以看

到各种各样的版数。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经济基础依赖于教科书、杂志、丛书等的出版收益，“说

部丛书”亦是其中之一。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由此知道了海外小说的存在，这也为日后成为

文学家和小说家的青年们提供了所需的知识来源。

但在中国，它似乎被当成了消耗品，这本册子的封面薄、页数少、纸质差，因此难以保存。

从很久以前（大概 30 年前）起，就很难拿到“实物”了。要是市场上没有流通，读者便不

可能拿在手上阅读。笔者认为图书馆应该有藏书，不过要逐一填写 300 多种丛书的阅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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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花费不少耐心和体力。

不过，现在可以在二手书网络市场中找到部分，其高昂的售价表明有不少潜在买家。目

前的状况是价格持续走高。鉴于此，市场上也开始制作并销售影印本。因此，部分商务印书

馆“说部丛书”很受欢迎。

以前，愿意研究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本身的学者凤毛麟角。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

文学概论》（1998/ 修订本 2005）①是一本系统研究近代翻译文学的学术专著，得到了中国国

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但这本书的初版并未出现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这些字样，完全忽

视或者忘记了它的存在。

这或许也有其他的原因吧。

“说部丛书”收录了大量林译小说，并从中摘编出版了 100 种“林译小说丛书”。多年来，

林纾的译文一直备受批判，这或许导致了学界对其研究兴趣的淡薄。在中国大陆，学者研究

饱受批判的作品很可能会惹来麻烦。不过就林先生的翻译作品而言，只要不拥护他，便相安

无事。学术界对林纾基本持批判态度，只需遵从就好。话虽如此，恐怕也不会有人愿意边批

判林译，边探寻整套“说部丛书”吧，毕竟这会带来更高的风险。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说部丛书”感兴趣，这一点令人欣慰。笔者曾看到过有人一本

一本地购买，以藏书数量为傲。然而，收藏和研究是两码事。研究译丛必不可少的是对原著

及原作者的探究，可愿意深入到这种程度的人却少之又少。可能是因为这既费时费力，又达

不到预期效果。

每个作品都标明“说部丛书”并列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但在总共 324 种作品及其相关

书籍中，几乎没有将所有作品全面囊括清楚的，其中存在着巨大的谜团。

如上所述，即使研究人员有意了解丛书的实际出版情况，也较为麻烦。

“说部丛书”收录的众多作品原著不详，这一点很有必要探究。要是说起整套丛书的成

书过程，就更为模糊不清了。而付建舟所著的《叙录》正是为阐明这一点提供了资料支撑。

弄清整体情况仅仅是个开始。但付建舟所做的基础工作正是今后研究开展的出发点。笔

者想在此介绍一番。

内容

《叙录》的主要构成如下：

[ 日 ] 樽本照雄《序》

例言

第 1章英国作品叙录

第 2章法国作品叙录

第 3章美国作品叙录

第 4章俄日作品叙录

第 5章其他国家和地区作品叙录

附录：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作品一览表、参考文献

后记

①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初版、2005 年修订本。原文只有文内括注，译文保留原括注，

原括注信息不完整或缺失者，译者以页下脚注形式标注完整的参考文献等（编者按除外）。

樽本照雄 著，等：谈谈付建舟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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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录》的一大亮点是按原著的国别重新分类。笔者本以为该书是根据元版（付建舟的

用语：“十集系列”①）或初集本（付建舟的用语：“四集系列”②）的顺序进行记述。由于元

版和初集内容大致重合，因此也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进行分类。但《叙录》最后采用的分类

方式与笔者原先的猜想并不相符，这一结果令人略感意外。

笔者认为，不同的分类方式都有其相应的理由，也可以按照其数量多少进行排列。或是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证实了原著，所以分类才能得以进行。

《叙录》目录中包括作品名称。此外，还有附录《作品一览表》（526—529 页）③，要是

一览表能和作品所在的位置一一对应会更好。这并非是微词，只是觉得对应起来会更加方便。

这样的话，读者就无需费时费力地在 300 多种作品中进行查找了。《叙录》被全部收录至《清

末民初小说目录  第 12 版》（2020 年 1 月出版）④中。由于是电子版，在检索作品时应该相

当简单。

特色

世界上最早总结并介绍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的是中村忠行撰写的《商务印书馆〈说

部丛书〉—书刊学研究》（《野草》第 27 号，1981 年 4 月 20 日）。38 年后，一本名为《叙录》

的专业研究书籍问世。除此之外，还有博士论文（郑方晓，2013）⑤。但付建舟的单行本《叙

录》正式收录整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从元版开始分为初集、2 集（不是第 2 集）、第 3 集、

第 4 集。此书由中国研究学者公开发表，是值得庆贺的。

其特色之一是，各作品都收录了好几张书影。了解付建舟经眼录系列的人可能并不陌生，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有：

付建舟、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远

东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二集》，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日语小说卷）》，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5 年 1月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俄国小说卷）》，同上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清末小说卷）》，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6 年 1月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民初小说卷）》，同上

笔者对付建舟的著作深感兴趣，同时也肯定其作品的真实性。付建舟深入了解作品本身，

且通过实物标明页数，这也证明了他确实参考过这部作品。作为读者，笔者也十分高兴看到

该书中刊登了书影。

付建舟著有上述众多作品，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成绩斐然。《叙录》从中摘录了商务

① 参见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例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出版。

② 同①。

③ 参见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第 526—529 页。

④ 樽本照雄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第 12 版》，参见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网站：http://shinmatsu.main.jp/。樽本照雄编《清

末民初小说目录》（以下简称“樽本照雄目录”“樽目”），自 1988 年首次由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出版起，不断修订、补充，

1997 年出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又于 2002 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后继续订正与增

补，至 2021 年出版了《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第 13 版》。

⑤ 郑方晓：《清末民初商务版〈说部丛书〉研究》，复旦大学 2013 年博士毕业论文。



 25 

2021年第4期

印书馆“说部丛书”相关内容，并对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刊登多张书影的做法很好，既无

需过分强调内容，同时又提高了资料的可信度。

这类书籍向来会受到印刷技术的限制。照片需要制作独特的凸版印刷，因而其费用会相

应增加。出版社自然不愿刊登照片，最终著作大多只进行说明记述。但仅靠文字解说无法确

定作者是否存在笔误或因臆想而误记。

只需浏览阿英目录（《晚清小说目》1954/1957 增补版）①便可知晓。使用者无法判断阿

英的记录是否妥当，但只要附有照片便能确定。这为使用者提供了判断的空间，可见付建舟

深知封面和底页的重要性。如今，数码印刷成为现实。正因如此，此类印刷才能实现。

笔者反复强调，之所以关注付建舟的著作，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手里拿着出版物本身，不

只是引用前人研究的字面内容。 

付建舟保持着不同于以往或一般研究人员的基本态度，在书中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一

点值得称赞。

从日本视角来看，当下的中国学术界似乎更重视立论，而非资料整理。在这一巨大的学

术浪潮中，付建舟的著作发行本身就有如凤毛麟角。正因为他还提供了研究基础，可谓是比

较特别的存在。想必付建舟确信先拥有实物才能进行理论，不能空谈没有实物的作品。笔者

对他的观点深表同意。

要说明《叙录》的精彩之处，需要追溯到阿英目录。

阿英目录

长期以来，清末小说研究人员使用的目录都是阿英目录，并非没有其他目录，而是阿英

目录收录数量众多，属于首先必读书目。这些作品仅限于晚清，其特色在于将翻译小说区别

于创作小说另外加以收集。

阿英准确地把握了清末小说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发展。这一点笔者能够理解。然而，

他无暇顾及翻译小说的原著，可能认为目录足以记录原著的存在。同样，阿英《晚清小说史》

（1937）②也并未提及原作品。

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以“自力更生”为政治口号，不依赖外国，仅靠自己的力量

做事。那是一个需要口号的时代吧。

这个时代并没有以一个标语就简单地结束，过去与外国沾边的人们、企业都成为了批判

的对象。

例如，刘铁云主张借洋人之力，在中国开发矿山，被全民骂为汉奸。自然，其作品《老

残游记》也被批判为叛徒写的小说。不仅如此，政治批评的矛头甚至还延伸至其子孙和亲属。

但这种批判是极为随意的，批判的方式因对象而异。

企业方面，商务印书馆亦如是。实际上，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与日本的金港堂合资经

营过十年。毕竟，“说部丛书”最初的第一编为柴四郎的《佳人奇遇》，第二编为矢野文雄的

《经国美谈》，富有浓厚的日本气息。20 世纪 10 年代，中华书局以日中合资企业为由，对商

务印书馆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① 阿英：《晚清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年初版、1957 年增补版。本文简称“阿英目录”。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出版。

樽本照雄 著，等：谈谈付建舟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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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文化大革命”时期，商务印书馆也受到了谴责。但它似乎并未受到公开批评，

这可能是因为日中合资经营的事实被长期隐瞒。我不知道内部情况如何，还是说牵扯到某

些因素。

直至今天，它与金港堂合资这一事实也鲜为人知。商务印书馆原计划在 2000 年以汉译

形式出版《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详细描述与金港堂合资过程，但最终似乎因不愿公开真

相而束之高阁。

在笔者看来，另一方面的翻译文学研究也受其影响。学术界极力否认外来影响，开始逐

渐排斥翻译小说。例如 1957 年以后没有人增补过阿英目录。据笔者所知，“文化大革命”时

期补充过少数论文，但基本上只是创作部分，且发表的是论文，并没有达到单行本的规模。

阿英目录也没有再版过，人们似乎对此完全置之不理，这可能与“翻译文学并非中国文学”

的观点在中国学界根深蒂固密不可分。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 1981 年，翻译研究才开始出现新的动向。

马泰来所著的《林纾翻译作品全目》（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1 月）标明了林译作品的原著，具有划时代意义。受美国文化的冲击，该书按国别、

作家进行分类，修正了原著中的多处错误，并重新阐释了相关作品。此后，学界引用马泰来

目录介绍林译的原著成为一种惯例。

随后，日本出版了《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88），其目录的后续版本以前人研究为依据，

标明了每件作品的原著。当然，也参考了马泰来目录，并尽力注解当时已经明确的原著。但

由于是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的研究人员并不知晓。倘若他们注意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是

从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 第 3 版 ]》（齐鲁书社 2002）开始的吧。

陈大康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全六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时

间跨度截至清朝末年。这套大型出版物数量多，内容充实，值得称赞。这些优点毋庸置疑。

但笔者想指出，这套书并没有标明翻译小说的原著，似乎更重视年表的事实核查，而非弄清

原著。

此外，还有一些被称为翻译小说目录的出版物，其种类目录连已经明确的原著都没有记

载。笔者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将付建舟的“经眼录”系列置于上述变迁中，便觉得颇有意思。除刊登书影图片外，他

标明原著的努力值得肯定。

特色的延续

笔者之所以提及阿英目录，并非毫无理由。阿英目录收录范围止于清朝末期，不包括中

华民国初期。而“说部丛书”的出版始于清朝末年，延续于民国初期。因此，要想通过阿英

目录考证“说部丛书”，其实并不彻底。

“说部丛书”最初由全十集构成，即元版（十集系列），各集十编，共 100 编；而初集（四

集系列）则是在民国以后才改称的，其变迁在阿英目录中无法查证，实属遗憾。

此外，阿英目录没有收录“说部丛书”等丛书名，这一问题更为严重。

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出版的翻译小说，并非一开始就全部收录至“说部丛书”。笔者

多年从事小说目录的编写工作，才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说部丛书”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说部丛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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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并未经过精细的策划。一些翻译小说在以几种不同的丛书名出版的同时，中途又重新编

排成了大型的“说部丛书”。而在当时，许多作品尚未被收录。

最麻烦的是，在阿英目录中其名称没有加以区分。如后文所述，在“说部丛书”之前，

有许多作品被冠以“新译”“欧洲名家小说”等名称，而阿英忽略了这些分类名称。假设看

不到丛书名，作品发行的前后关系便无从知晓。因为学者大都是利用阿英目录进行研究，所

以无法辨别其中的翻译小说究竟是“欧洲名家小说”还是“说部丛书”。在其他地方看到“说

部丛书”的标示，他们才意识到原来是出自此套丛书。

例如，柯南 •道尔的《补译华生包探案》在 [阿英 151]①中并无标注，而这原本是“说部丛书”

元版第一集的第四编。笔者希望说明这一微妙之处。

《叙录》的特色如下：

《叙录》详细提及相关书籍，认清关系，方以记述。由此可见付建舟的见识之高。

具体来说，《叙录》虽然书名仅标有“说部丛书”字样，但其内容不只是“说部丛书”而已，

还包括诸如“新译”“欧美名家小说”“说部丛书”“小本小说”“林译小说丛书”等在内。为

使读者理解同一个中译本在几个不同系列中分类出版的情况，付建舟可谓煞费苦心。《叙录》

条理清晰易懂，这一点极为重要。

其中的“小本小说”横跨清末至民初，而“林译小说丛书”则发行于民初。

笔者反复强调过，无法在阿英目录中明确区分“说部丛书”和其他“新译”“欧美名家小说”

等的关系。如上所述，这是因为阿英并未收录丛书名。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况，例如原本为同

一书名，最初称之为“欧美名家小说”，之后却又被编入了“说部丛书”。

例如，育珂·摩耳著、周作人译《匈奴奇士录》（1908）。

在阿英目录 [ 阿英 119] 中未记录副标题，将匈牙利育珂·摩尔所著的书名误记为《匈奴

骑②士录》，并且未记录丛书名。

此书初版时作为“欧美名家小说”的其中一册发行，也是民国后丝带图案“说部丛书”

中的 2 集第 51 编（1915）。因此有学者误认为该再版书中所显示的初版 1908 年是“说部丛书”2

集第 51 编的出版年份，如陈大康 [ 编年④ 1609] ③。

再举一个例子—哈葛德著、林译《双雄较剑录》。初刊于《小说月报》连载（1910），

后收录至“小本小说”（1914）、“说部丛书”2 集本（1915）、“林译小说丛书”（刊年不记）。《叙录》

翔实记述了上述过程，而阿英目录的第 166 页只记载了该小说刊登在《小说月报》上。阿英

目录的收录对象是截至清末，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属无奈。笔者深知，将这一点视为阿英目

录的不足之处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我必须指出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说这很微妙、琐碎，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无法进行细致的区分其实并不合理。

付建舟在《叙录》中写明了丛书名。《叙录》中没有“袖珍小说”，或许因为这和“说部

丛书”毫不相干，这一点并无异议。根据出版年份的不同，收录丛书的历史变迁也愈加明显。

最初刊登在杂志上的汉译作品被收录于后来的“说部丛书”中，这意味着已经提供了用

于研究丛书的相关史料。笔者认为通过《叙录》便可考证，并且一些未解之谜将会解开。

① [ 阿英 151]，即《阿英目录》第 151 页。以下类同，不另注。

② 原注：原文如此。

③ 陈大康 [ 编年④ 1609]，即陈大康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 4 册，第 1609 页。以下类同，不另注。

樽本照雄 著，等：谈谈付建舟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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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特色的是，该书在考察原著时将前人的论文作为典据，这种积极的姿态值得赞扬。

由此可见，付建舟明确了自己和他人的区别。书中未标明任何证据出处的地方，是由他

本人自己发现的成果。

有些研究人员对此界限模糊，认为“事实无论谁发现都不过是事实”，这种态度真的很

令人失望。

然而，付建舟在这一点上作了严密的划分。他翻阅大量前人研究，尽可能地对原著和原

作者进行说明。同时，也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检索外国作家的资料，表现出了生活在信息时

代的现代研究者的样子。一一阐明典据是学术态度应有的理想姿态。

全新的发现

下面介绍一下全新的发现。

英国亨利瓦特女士著，丁宗一、陈坚编译，泠风校订《贤妮小传》（“说部丛书”第 3 集

第 26 编，1917）的原著（部分内容已在网站上发表①）。参见图 1。

该汉译的原著记述了 MRS.HENRY WOOD LADY GRACE（1887），这一点是有据可循

的。《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1981）②的“说部丛书”中标明了这一点。樽本

照雄目录第 11 版中亦如是写道。对此，付建舟提出了另一个书名：MRS. HALLIBURTON’S 

TROUBLES（231 页③）。

笔者对出版商进行了如下补充：MRS. HENRY WOOD MRS. HALLIBURTON’S TROUBLE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62。参见图 2。 

                               

图 1  《贤妮小传》上册书影               图 2  《贤妮小传》原著版权页

付建舟提出的书名是正确的。通过网络确认其原件，再从中引用原著的书影进行说明。

只不过他似乎是位谦虚的研究人员，并未指明这是个全新的发现。但笔者认为还是指出

前人研究的错误为好。如果只是将不同的原著摆在一起，会令读者一头雾水，分不清楚哪个

才是正确的。如果断言以前说的 LADY GRACE 是错误的，就不会有人困惑。为进一步促进

① 参见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网站：http://shinmatsu.main.jp/。
② 《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 1981 出版。

③ 即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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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小说研究的发展，有必要明确指出这是个错误。

“说部丛书”出版年份标注的注意点

“说部丛书”底页里附的出版年份标注存在差异，这很容易被忽略。作品不同，初版和

再版在准确性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多见，但确实存在。商务印书馆在出版

年份标注上管理较为松散，于是又产生了一个误解：研究人员通常会被附录中的出版年份所

蒙蔽，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

比如《海外拾遗》，其初版和再版的出版年份标注大相径庭。

初版：[《叙录》207]①附照片，英国毕脱利士哈拉丁原著、新译、光绪三十四年（1908）

七月初版

再版：[《叙录》207] 附照片，四集系列第②二集第七十二编、戊申年（1908）七月

十六日初版、民国四年（1915）十月十九日再版

颇有意思的是，初版中原作者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再版里。此外，初版的出版年份只有“七

月”，而再版却详细到了“七月十六日”。并且，该作品最初并未收录至“说部丛书”，直至

1915 年才被重新编入 2 集。

陈大康被再版的描述所误导：

[ 编年④ 1576] 英国毕脱利士哈拉丁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光绪三十四年七月

十六日③（1908.8.12）出版、说部丛书二集第七十二编④

陈大康相信再版，所以标注了初版中未标记的“十六日”。此外，他还犯了一个错误，

写成“说部丛书二集第七十二编”，表示民国刊行的“说部丛书”2 集，而事实上已有学者

在其他作品中指出这一点。陈大康虽为著名学者，但仍旧在表述上出了错。可见，人们对商

务印书版“说部丛书”的认识普遍浅薄。想必《叙录》存在的价值不言而喻。

此外，另一个例子就是《戎马书生》的初版和再版的底页。

初版：[《叙录》260] 附照片，四集系列第三集第八十九编，民国九年（1920）四月初版

再版：[《叙录》260] 无封面照片，四集系列第三集第八十九编，民国九年（1920）三

月初版 /民国十年（1921）一月再版

初版标记于“四月”发行，而在再版的底页中，将初版误记为“三月”发行。如此一来，

可能会引起一些研究人员的注意。从再版的记述来看，笔者深信初版一定是在三月发行的。

实际上，尽管结果是四月发行，但还是会在此之前的三月进行安排。因此，确认初版极为重要。

笔者之所以能如此断定，是因为《叙录》中刊登了照片。

针对误记的处理方法

对此笔者将作相关叙述，解释《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保留早就存在的错误记录的原因。

阿英目录是编制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起点，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可利用的目录除此之

外别无其他。于是，笔者在日本计划对清末民初的小说进行编目。印象中，当时的日本几乎

① [《叙录》207]，即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第 207 页。以下类同，不另注。

② 原注：原文如此。

③ 同②。

④ 同②。

樽本照雄 著，等：谈谈付建舟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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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收藏小说实物（包括杂志）。

我记得当时的实藤文库收录了比较完整的“说部丛书”。笔者便趁此机会进行了计数。《清

末民初小说目录》从实藤文库中收录了共 56 种单行本。其中，商务印书馆本有 19 种，而

“说部丛书”仅 10 种。这虽说只是我模糊的记忆，但不得不说绝对是少之又少。其原因在于，

清末部分是以阿英目录为基础的，共 1610 项（分解阿英目录后的数字，与收录种类数不同）。

现在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①包括创作、翻译在内，约 37100 项。为了方便和阿英目

录比较，我们从中只抽取清末部分，总数共计 11131 项，约为阿英目录的 6.9 倍。也就是说，

目前来看，阿英所记录的也只不过是总数的 14.5%，可见《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规模之大。

后来大家才知道阿英目录中有几处记述错误，诸如原作者的汉字写法与实物不同等。如

果订正错误，过去的记录将会消失。这样一来，研究的发展也将变得无迹可循。

中国有研究人员批评樽本照雄目录存在不少错误，却不指出错误的具体例子，而是凭空

捏造印象。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樽本照雄目录是根据阿英目录等前人研究收集而成的，笔者

认为这些人并没有仔细阅读过。

批评樽本照雄目录中错误过多，就等同于批评他们的老师和前辈的成就。他们没有意识

到这个问题，似乎一心想要批评别人。一个愿意自己编制小说目录的人，是不可能轻率地作

出这样的评价的。

之所以出现疑惑，是因为笔者保留了阿英的描述。付建舟就此作了阐述。

他援引樽本照雄目录第 9 版《青衣记》的英国作者有两位，即傅兰饧和傅兰锡（樽本先

生援引阿英目录），“两个名字虽然是同一个人，但到底哪种写法正确，或者两种写法都正确，

还有待进一步考证。”（205 页）②。

樽本照雄目录标记的“傅兰饧”，在阿英目录第 126 页上是有据可循的。

然而，在付建舟的《叙录》第 205 页上刊登的新译底页上标明“原作者英国傅兰锡”。

由此可见，是阿英误记了作者名字。但实物应优先于目录，因此，此处应改为实物上的表述，

即傅兰锡原著，这无关于写法问题。（樽本照雄目录第 12 版加注）

《叙录》中也有极少数令人疑惑的地方。不过，付建舟基本上是根据实物忠实地记述，

可谓是其鲜明特色之一。

笔者在制作目录时也会利用孔夫子旧书网。因为该网站会刊登书影，所以笔者较为关注。

其实，不读书店所提供的解说也没有关系，其底页照片才是最重要的史料。

不足之处

请参阅《叙录》的参考文献。

樽本照雄目录即樽本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该书的参考文献中共列有 3 种。

根据出版顺序重新排列，此处使用略号，即第 3 版（2002）、X 第 7 版（2015）、第 9 版

（2017）。而本文中引用的第 6 版（2014）尚未刊登。

其实，将旧版作为参考文献也无伤大雅。不过，在实际使用参考文献的过程中，标出最

新版本才是研究的原则。因为新版本会修改旧版本的错误，所以基于旧版指出错误并不可取。

① 指第 12 版。

② 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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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付建舟指出《天际落花》的原著出版年份在樽本照雄目录第 6 版中定为“1855 年”

是错误的（279 页①），[ 付日 286] ②中所记载的“1885 年”才是正确的。这在樽目 X 第 7 版

中作了修改。而付建舟参考的是第 6 版，是否有必要特意找出已经订正过的错误，笔者对此

深表疑问。

有几处解释略有差异，具体如下：

《八十日》：[《叙录》320] 附照片，四集系列第③二集 [ 第 ] 五十编。表述之所以发生变

化是由于沿用了先前的 [ 付二 88] ④中的解释。

《大荒归客记》：[《叙录》337] 附照片，“《林译小说丛书》第二集第十八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时间不详”是错误的。

前者的“第⑤二集 [ 第 ] 五十编”是“二集”，省略了“第五十篇”中的“第”字。

后者的《大荒归客记》并未收录至“林译小说丛书”。首先，它不属于林译，所以不可

能被列入该丛书。林译小说丛书该集书的编号是《奇女格露枝小传》。想必是弄错了吧。

部分作品与付建舟曾出版的“经眼录”系列重叠。重复以前记述的部分，当然无关大局。

有些地方虽然展示了书影，但与说明的文章不符。此处举两例：

《空谷佳人》：小本小说 [《叙录》82] 中附照片，标有“无发行年月”字样（82 页），而

底页上明确写着“辛亥年三月初版 / 中华民国九年二月六版”。照片与描述不一致。

《回头看》：初集第 12 编 [《叙录》358] 中附照片，底页标明“乙巳年（1905）二月初

版 / 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版”（360 页）。然而，付建舟却将其写作“乙巳年（1905）二

月初版，民国三年（1914）四月再版”。笔者认为付建舟知道 1913 年和 1914 年都有重版书，

只是书影和说明不一致，有必要努力进行说明。

前者《空谷佳人》是与“说部丛书”不同系列的“小本小说”。后者《回头看》或许由

于篇幅关系，1914 年再版本中并未刊登照片。这也可以证明“说部丛书”经过了细致的再版。

倘若没有强大的意志力，这些内容便无法查明并准确描述。付建舟践行这一举措的努力值得

高度评价。

“说部丛书”试行本的存在

实际上存在试行本，可却并未提及。居然有这样一版商务版“说部丛书”，实在是出乎意料。

笔者将其称之为“说部丛书”试行本。毋庸置疑，这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实物，不过以

往的研究人员鲜有接触。笔者是从郑方晓的《清末民初商务版〈说部丛书〉研究》中得知其

存在的。

之所以称其为“试行本”，是因为它使用的是元版蒲公英图案的封面第一集和原本的集

标记，但编号却不是元版。

元版的各集收录至第十编，并无第 11 编及其后续。有第 11 编是后面的初集，共计 100 编。

然而，有些出版物却不合其规格。据笔者所知，第一集第 11、12、13、17、22、23、26、34、

① 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第 279 页。

② [ 付日 286]，即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日语小说卷）》，第 286 页。

③ 原注：原文如此。

④ [ 付二 88]，即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二集》，第 88 页。

⑤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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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9、80 编，共 11 种。仔细找找，应该会有更多吧。

此处展示英国哈葛德著、林纾和曾宗巩译的《鬼山狼侠传》上、下卷（HENRY RIDER 

HAGGARD NADA THE LILY，1892）部分书影，见图 3。

图 3  《鬼山狼侠传》上卷书影

这篇小说被收录在 [ 林译全集 05] ①中。无副标题、上海商务印书馆、乙巳年（1905）七

月初版 / 中华民国三年（1914）四月再版、说部丛书第一集第二十二编。

我们来回顾一下基本的变化。乙巳年七月初版带有元版蒲公英图案，收录于第三集第二

编中。如果将其改称为初集丝带图案，就变为初集第 22 编（1913 年 12 月再版 /1914 年 4 月

再版）。这种变化是普遍的，或在以往众所周知。

上列版的封面是蒲公英图案，所以一定是元版。但请大家再看看书影，这并不是初集，

而是第一集的第二十二编。尽管封面和集号是元版，但第二十二编却是后来的初集。元版和

初集两个版本混为一谈，简直奇妙至极。

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说明，被称为第一集的是元版的第二十二编。看上去像是介于元版

和初集之间。所以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元版延续上的试行本”。

笔者认为付建舟应该知道它的存在，但他似乎在《叙录》中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补充说明，

实属遗憾。

创建索引的必要性

《叙录》内容如此充实，理应有索引。若创建索引，研究人员便能够充分利用它。正因

为该书是一本资料性书籍，笔者才强烈感受到创建索引的必要性。

希望学术专著制作作品索引成为一种常态。索引虽然只是细节的一小部分，但极为必要。

今后的期待

《叙录》作为研究“说部丛书”的基础资料，是第一手的重要出版物。尽管有些不足和

误记，可该书的价值并不会随之下降。事实上，《叙录》是中国最早将商务印书版“说部丛书”

全套成册的一本书，我们不应该误解它的意义。

① [ 林译全集 05]，即《林纾译文全集》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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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所知，付建舟已就“说部丛书”的成立发表过以下两篇论文①：

付建舟《谈谈〈说部丛书〉》，《明清小说研究》2009 年第 3期（总第 93 期）2009 发行（月

日不记）

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 年第 4期（2015

年 12 月 15 日）

基于这些，付建舟出版了《叙录》。笔者期待付建舟能在此基础上，以时间线为轴进行整理，

并将上述原稿补充扩展，从而撰写出《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成立史》。

（责任编辑：时  新）

On Fu Jianzhou’s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Novel Series”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ress 

Written by TARUMOTO Teruo1, Translated by ZHOU Yiqing2

（1. Osak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Osaka 533-8533, Jap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Th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Novel Series”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ress in August 
2019 is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Fu Jianzhou o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Novel Series”. “Novel 
Series” contains many contents and many original works that are oblivious. Based on the confirm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original works, Fu Jianzhou absorbs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peer researchers, and reclassifies them according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original works, which provides a 
clearer context for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addition to quot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eer researchers, Fu 
Jianzhou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literature study and textual research, which provides a solid 
basis for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This attitud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and ordinary researchers, and 
adds uniqueness and reliability to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e” not only provides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field of translated novels, but also 
gives a clearer insight into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Novel Series”.
Key words：Fu Jianzhou; Commercial Press; “Novel Series”;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Novel 
Series”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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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编者按：付建舟关于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还撰写了另外两篇论文：1. 付建舟、宁清：《〈说部丛书〉与近代中国知识生

产新模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53—60 页；《新华文摘》2021 年第 3 期“论点摘编”。2.《商

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第 94—100 页。


